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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双重性质论纲
李 如 龙
提 要　汉字作为汉语的语素兼有语言的性质是汉字能够长期使用、拒不拼音
化的内部基因。汉字和汉语经过了千年的磨合，使汉语发生了类型的转变：产生声
调，单音词占优势，放弃形态变化。汉字和汉语的互动决定了汉语发展的路向（双音
化、语法化、连读音变），汉字的贯穿古今、沟通南北更为汉语和中华文化的统一做出
了贡献。汉字拼音化运动的百年风云以及如何适应社会需求继续进行必要的改革
尚待研究。
关键词　汉字 汉语 拼音化 双重性质
1. 汉字和汉语研究中的悬案
关于汉字和汉语，从引进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些悬案，就二者
的关系来说，有如下几点：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它的特殊性质究竟是什么？既然表音度不高，表
意又很多样，形体古怪、笔画繁、字数多，难学难记，为什么能够沿用数千年？经过百
年拼音化的冲击，虽制定过种种改革方案，也经历过艰难的试验研究，最后的结论还
是“拼音化不可行”，于 1986 年停止了“拼音化改革”。支撑汉字的强盛生命力究竟
是什么？
汉字不是简易灵便的表音符号，而是一面作为记录音节的符号，一面又是集形
音义于一体的语素。民国初年，北大还用“文字学”来统括汉语研究和教学，以下再
分为“音篇”和“形义篇”，为什么后来又要用第一性和第二性来区分汉语与汉字，把
音、义划归汉语，只把形体留给汉字？如此把汉语和汉字强行分离，使汉语和汉字的
研究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这给汉字和汉语的研究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汉语确有些“单音节”性（就中古以后的汉语看，应该是单音词为核心，双音词
为基础），没有像西方语言那样用“形态”来表示语法意义；最基本的词类（名动形）没
有断然的界限，虚词和实词在口语中常常兼用；语义关系和语用环境都对语法形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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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制约作用，字、词、语、句之间弹性十足，字可以成词、成句，词可以沦为语素，
也可以离合和紧缩，惯用语可以用为“句套子”。为什么找不到语法的“本位”？汉语
这种与众不同的词汇语法系统的结构特征，和它使用了表意汉字作为文字形式有没
有关系？用落后的“孤立语”能够解释吗？
汉语历史悠久，分布地域广，使用人口多，为什么几经战乱和分裂，纷繁复杂的
方言并没有变成不同的语言？尽管书面语和口头语早已分道扬镳，古今语言历经演
变，浩瀚的历史文献为什么还能世代相传、维持民族文化的统一？我们如果能够正
确认识汉语和汉字的关系，了解二者的互动和达到的和谐，也就能够理解汉语的诸
多特征和汉字的多种特异功能了。
为什么古老的汉字经过百年的炮轰和清算还能顶得住？汉字拼音化运动的经
验和教训是什么？今后的应用又有哪些问题需要研究？
2. 汉字具有文字和语言的双重性质
已知的世界上的文字都是从文字图画脱胎，而后按照表形—表意—表音的方向
演进，这大概没有什么争议。汉字的“六书”也是从最初的“象形”发展成“指事、会
意”（表意），最后走向“假借”（借音）、“转注”（半借音半借义）和“形声”（半表意半
表音）。由形及意是从形象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由意及音是把意象和音感做对应的
理解。汉字和拼音文字的根本区别在于造字法思维的综合和分析。汉字是形音义
的综合，其实就是文字和语言的综合，“形”属于文字，“音义”属于语言；形音义之中，
“形”是笔画与构件在方块中的综合，“音”是声韵调在音节的框架里的综合；“义”是
言语运用中的初义、引申义、附加义的综合。拼音文字把音节分析为元音和辅音，用
不同的字母表示，又根据实际语音的分析，用字母组成词语来表示相应的意义。可
见，汉语汉字一开始就是综合的，绝大多数的“字”都有一定的音和义，都是词或语
素，组成词语和句子之后，字音和字义还要在实际言语中再次进行综合，调整为词音
和词义。正是“综合”，更离不开人的知性活动。早在 1826 年，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
特（2011:193-195）就有很精彩的见解：“汉字用单独的符号表示每个简单的词和复
合词的每个组成部分，所以，这种文字完全适合于汉语的语法系统。也就是说，汉语
的孤立性质表现在三个方面：概念、词、字符。”又说：“汉字必定强烈地（至少是频繁
地）促使人们直接感觉到概念之间的关系，同时淡化了语音的印象。……在汉语里
词源却很自然地具有双重性质，既跟字符有关，也依赖于词。……在中国，文字实际
上是语言的一部分。”而拼音文字的字母就像汉字的笔画，本身只是不表意的字符，
按照实际读音组成或多或少的音节才和意义挂上钩。文字表达语言是跟着语言的
结构走的，因为文字只是语言的记录和随从，简明而有序。可见，东西方的文字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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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不同关系正反映了不同的思维和文化的差异，洪堡特熟知印欧语，他应是西方
语言学家对于汉语“旁观者清”的第一人。
2005 年，周有光（2010:149-150）在他年至百岁时发表了《汉字性质和文字类
型》，针对讨论多年的“汉字的性质”问题，提出了他的文字类型“三相说”。他的结
论是：“现代汉字体系，从‘语言段落’看是‘语词和音节’文字（又称‘语素文字’）；
从‘表达方法’来看是‘表意和表音’文字（又称‘意音文字’）；从符号形式来看是‘字
符’文字。……多数人认为现代汉字是‘语素文字’。一些人认为现代汉字是‘意音
文字’。这两种说法并非相互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分歧发生在，各自抓住一个方
面的特征。前者以‘语言段落’为根据；后者以‘表达方法’为根据；两个方面的特征
是同时并存、彼此说明的。兼顾各个方面，就能得到完整的看法。”乍一看，这好像
是在“和稀泥”，其实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汉字具有双重性质，作为记录语言的
“表达方法”，是意音文字；作为“语言段落”，是语素文字。扣除表音字和联绵字，作为
语素不就是汉语的最小语言单位吗？确实，只有兼顾这两个方面，我们才能对汉字
的性质有完整的认识。
然而，研究汉字的名家早有把汉字局限于字形研究的提法。唐兰（1979:6）说：
“……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声韵。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
形有关系，但在本质上，他们是属于语言的。严格说起来，字义是语义的一部分，字
音是语音的一部分，语义和语音是应该属于语言学的。”其实，字音和字义不但是语
音、语义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汉字的主体，是随着语言的音义演变的，字典不就是跟
着词典不断修订的吗？汉字正是兼用为语言的符号才和世界上其他的文字区别开
来，成为独特的类型。后来，裘锡圭（2013:10）说：“如果不把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的
性质，跟文字本身所使用的字符的性质明确区分开来，就会引起逻辑上的混乱。”“只
有根据各种文字体系的字符的特点，才能把它们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对此，李运富
等（2006）说：“构件的特点当然能反映汉字的属性，但为什么‘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
的性质’就不是汉字的属性呢？为什么‘只有根据各种文字体系的字符的特点，才能
把它们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呢？似乎很难说通。”应该说，汉字从诞生之日起，就是集
形、音、义于一体的，为什么汉字独有的这种字符不是另一种类型呢？识字就是为了
学话、读书、作文，传承与播扬文化，这是几千年的传统习惯，也是每个汉语人的经验
感悟，就中国人的直感说，字形和字音、字义是不可拆分的，至于作为学术研究，不但
形音义要区分，形还要分甲金文、篆隶楷草体，音还得分上古、中古和近现代，义也得
分字义、词义、语法义、语用义，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1988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周祖谟（1988:160）所撰“汉语
文字学”条，开宗明义就指出，文字学是“研究汉字的形体和形体与声音、语义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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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一门学科”。谈到“文字学研究的内容”时，又再次强调“应当照顾到形、音、
义三方面，因为三者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不能全然脱离音义孤立地去研究文字”。不
知何故，三十年过去了，周先生的这一观点还没有被文字学界普遍接受。
汉字与汉语相结合、兼具语言的性质，是经过长时期磨合和积累的。从字形说，
上文所说的由表形到表意又到表音就经历了千年。据李孝定（2011:68）统计，从甲
骨文到按《说文》统计的《六书略》，“六书”数量及占比如表 1 所示：
表 1 甲骨文至《六书略》“六书”数量及占比
        六书名称
统计材料
象形 指事 会意 假借 形声 转注
甲骨文
（1226 字）
277 20 396 129 334 0
22.59% 1.63% 32.3% 10.52% 27.24% 0.00%
六书略
（24235 字）
608 107 700 598 21810 372
2.50% 0.44% 3.05% 2.47% 90% 1.53%
可见，这千余年间，表形、表意的汉字（象形、指事和会意）占比从 56.52% 下降至
5.99%，表音的汉字（假借和形声）占比从 37.76% 上升至 92.47%。（转注未计，比例
也不大）
汉字找到了“形声”制度，并用它来规整绝大多数的字形，这就意味着它获得了
语言的功能，既能含糊地表示语音，也能记录思维劳动的成果，联系上下文并不难理
解它所表达的意义，还能超越一定的时空，它就这样知足止步了。
事实上，认真地分析，作为单字的音义和作为语素的音义，虽然有时也不太好区
分，但还是有明显界限的。单字的“形符”，从结构说，是由笔画或部件组成的方块形
体；从字体说，有正体、简体和篆隶楷行草等书写体；而作为语素，则有另一套俗体、异
体、古今字、方言字、错别字。单字的“声符”就是声旁（独体字大多也就是声符），作
为词语里的字，则有多音字、异读字；作为语素的字音，则有正音、方音、俗读、误读、训
读等。就单字的“义符”说，是部首、形旁和兼表意作用的声旁；而作为语素的字义则
有本义、初始义、引申义、词汇义、语法义、语用义、修辞义（比喻、比拟、借代等）。以往
因为没有认真地把单字和语素分开，两种相关而有别的 “形音义”也就一锅煮、混为
一谈了，如果要把语言和文字彻底区别开来，这还是一项需要仔细研究的课题；如果
把所有的“音义”都归了语言，汉字不就成了读不出音、想不起义的空壳儿了吗？
承认汉字的双重性是研究汉字和汉语的基本点，从这一点出发，汉语和汉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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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应该有一番新景象，本文开头所提出的“悬案”也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这就是
本文所要论证的主题。
3. 汉字和汉语的磨合曾引起汉语的类型转变
语言有几十万年的历史，而最早的文字也只有几千年历史，这是可以肯定的。
文字学界不同意“汉字有语言性能”的主要是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他们的理由之一
是汉语和汉字的产生不同步，汉字产生以前的汉语已经无从查考，古文字很少记录
口语，和早期汉语能否切合也难以论证。事实上，一百年来地下发掘了大量古文字 ,
经过细密研究，从甲骨文到“隶变”千年间，汉字造字法的演变是，如上文所述，形符
让位给义符，为了表音，先是“假借”，因为造成同音，又找到形声之路，便迅速扩展，
形声制度的形成和汉字的定型是同步完成的。汉字之所以能神奇地兼备语言的性
质，就是因为经过这千年的磨合。用方块形体的形声字记录上古汉语占大多数的单
音词 , 两者是十分合拍的，这就是汉字和汉语的第一次和谐。
裘锡圭（2013:19）说：“有可能古汉字里本来是有念双音节的字的，但是由于汉
语里单音节语素占绝对优势，绝大多数汉字都念单音节，这种念双音节的字很早就
遭到了淘汰。”最早的甲骨文只是占卜的记录，当时的口语语料已经失传了，后来的
“不律为笔” “风曰孛览”，以及《诗经》里大约占四分之一的叠音词、联绵词，都是一个
字标注一个音，联绵词在秦汉之后逐渐少了，先秦歌谣里的联绵词可能是早期多音
词的残存。这也是得到上古汉语研究证实的结论。
除此之外，数十年来汉藏语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许多结论也证
明了从远古汉语到先秦的上古汉语，确实发生过类型的演变。熟悉印欧语演变过程
的高本汉（1931:26-27），在 1923 年出版的《中国语与中国文》一书中，谈到汉语的“单
音节”和“无形态”的“最重要特性”后写道：“……并非亘古至今，都是这样的。中
国语里‘音调’上几种特点还留下双音缀语根语词的遗迹，就是转成作用的附添语
（指形态变化的语缀——引者注）的残痕……许多散文足以表示当时在人称代名词
上，具有格位的形式变化。”他的结论是：“早先的学说把中国语分列为‘初等’的语
言，以为他还未进到变形的阶级，这种学说恰好和真理相反。事实上，中国语正和印
度欧洲语言演化的轨迹相同，综合语上的语尾渐渐亡失了，而直诉于听受者（或诵读
者）纯粹的论理分析力。现代的英语，在这方面，或者是印欧语系中最高等进化的语
言；而中国语已经比他更为深进了。”1926 年，高本汉（1934:13-17）在奥斯陆的一次
演讲中又进一步说明：“原始中国语也是富有双音缀或多音缀的文字，有些学者亦承
认中国最古的文字形式中，还有这类的痕迹可寻。……中国文字的刚瘠性，保守性，
不容有形式上的变化，遂直接使古代造字者因势利导，只用一简单固定的形体，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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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一个完全的意义。”“……在纪元前的时代，中国语的形式与声音，已经达到极单
纯的局势；遂使其文字的结构，具有一种特别的性质，辗转循环，又影响于后来语言的
发展，至深且巨……”这是他在百年前就有的先见之明。
关于汉语的声调，自段玉裁提出“古无去声”之后，黄侃倡“古无上声，唯有平上
而已”，王力解释为“舒促长短”之分，上古汉语声调“由无到有”逐渐明确。对于四
声的形成，周祖谟（1966:113）指出：“……以四声区分词性及词义，颇似印欧语言中
构词上之形态变化。”邢公畹（1996）在谈到原始汉藏语分化于甲骨文出现以前时说：
“……藏缅语分化出来的时间较早，而原始汉藏语是无字调的，所以原始藏缅语也无
字调。……原始汉台苗语在将近一千年的行用中，有三种舒声特定韵尾（包括零特
定韵尾）和一种入声韵尾转换为平上去入四种字调，所以分离之后的原始汉语、侗台
语、苗瑶语一开始就有相同的四个调类。”
后来，关于上古汉语语音和语法的形态变化，联系汉藏语及南方方言的比较，又
有许多新的发现。美国著名汉学家包拟古（2009:60）说：“有关系的词组成词族是上
古汉语跟许多藏缅语的特征。词族中的这些词之间具有规则的音系关系，包括元音
交替、声调交替。声母交替，如带音与不带音的对立，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介音的
有无。韵尾变化，如塞韵尾跟同部位鼻韵尾的交替，以及其他等等。形态词缀——
特别是前缀、后缀，但是中缀也有——在许多藏缅语中也是很常见的，而且一定也是
原始语的显著特征之一。……更重要的是形态上的相似性，对于确定语言的亲属关
系是强有力的证据。”
郑张尚芳以许多东南方言上声字读为短调为依据，推测上古汉语用紧喉的 -ʔ
尾，表示小或少（少短浅省简紧扁迩寡淡）或指亲昵（祖考父母子女姊弟嫂舅）；又通
过中古音的“祭泰夬废”来自 -t、-d 尾后来变为 -i 韵尾，藏文带 -s 尾的词多与汉语
的去声字对应，并引证俞敏“梵汉对音”中 -s 尾用去声字对译，证明了上声来自 -ʔ
尾、去声来自 -s 尾的假设。郑张尚芳（2003:218）说：“……古汉语最初大概也跟藏
语类似而没有声调，后来由于紧喉的作用，伴随产生了一个高升调，是为上声，即《元
和韵谱》所谓‘上声厉而举’……又由于清擦音尾的作用，伴随产生了一个长降调，
所谓‘去声清而远’……入声字则因都是塞音尾，伴随一个短调，所谓‘入声直而
促’……这一系统约于晋时形成，南北朝时才为文人所认知，依调型排序，被分称为
平、上、去、入四声。”
法国汉藏语专家沙加尔研究的结论与此相当接近。他认为，上古汉语是“无声
调、不是严格的单音节、形态基本上是以前加缀为主兼有中加缀和后加缀的派生法。
在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中间某个时期，不知何故，一系列变化导致汉语偏离了这种
模式。加缀法开始冻结……一个趋向严格单音节化，声母及韵尾复辅音丰富的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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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规则宣告诞生。……音节仅限于带响音尾或塞音尾，导致声调的产生”（沙加尔，
2004:17）。此外，金理新（2006）关于上古汉语的形态还有更多的研究和分析。应该说，
沙加尔说的“单音节化”和声调的产生要前推到先秦，他说的“不知何故”，则应该是
上文所说的，汉字定型并作为汉语的书写符号、作为语素，造成了汉语的类型变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内外汉语研究者和汉藏语研究者联手合作，已经取得
丰硕成果，汉藏语比较研究的深入发展，一定能为早期汉语的类型变化提供更多的
论证。
承认汉语在采用汉字作为书面记录符号的前后，确实发生过类型转变，以此来
理解汉字何以能获得双重性质，就顺理成章了。
4. 汉语汉字的互制和互动所演绎的汉语史
从“隶变”到现在的两千年，正是汉字和汉语相结合、相制约和相推动的时期，
演绎了一部汉语史。让我们看看，汉语汉字的互制互动是如何论证已知的汉语发展
的历史过程的。
就语音系统说，为了适应方块汉字一个形体表示一个音节和一个意义的机制，
不但原有的多音节词（联绵词）不能再生，就是带有复合辅音的语词也受到限制；然
而由于音节数有限、语词的发展无穷，单音词的增长很快就受到音节总量的局限。
虽然增加了四个调类使音节数增加了不少，但在春秋战国文化繁荣、语言迅猛发展
的形势之下，还是不能满足词汇扩展的需求，于是秦汉之后声类韵类也大量增长。
先秦的声母，黄侃定为 19 声，现代闽语是公认比较接近上古音的，至今都只有“十五
音”，加上丢失的全浊声母，不就是 19 声吗？而到了隋唐的中古汉语，声母就有“36
母”。对于上古韵部数量，各家分歧不多，大体都是 29 个，可是到了《广韵》系统的
206 韵，扣除声调差异还有 50 个左右。汉唐之后，双音词大量发展，音节的局限不存
在了； 近代汉语之后，入声消失、全浊清化，声类韵类就又从增走向减了。这就是汉
语音类自古至今的“橄榄形”演变。
除了音类的增加，上古音还有大量的包括声韵调在内的异读别义。王力先生晚
年用四年时间精心分析，搜集了 3000 个音义皆近、音近义同、义近音同的同源字，编
成《同源字典》。这些字，从韵类说有“对转”（背 / 负、迎 / 逆、伦 / 类、宽 / 阔），“旁转”（饥
/ 馑、柔 / 弱、回 / 还），“通转”（存 / 在、境 / 界、强 / 健、岩 / 岸）；从声类说有各种双声
（冷 / 凉、辨 / 别、趋 / 走、命 / 令）；从调类说有异调别义（买 / 卖、阴 / 荫、坐 / 座、奉 / 俸）；
从词性说有异类兼用（鱼 / 渔、臭 / 嗅、禽 / 擒、亭 / 停、甘 / 柑、平 / 评）。王力（1982:3，
12）指出：“同源字，常常是以某一概念为中心，而以读音的细微差别（或同音），表示
相近或相关的几个概念。”“同源字的形成，绝大多数是上古时代的事了。”为什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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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后这种近音派生词不再时兴了？因为汉代之后双音词兴起了，音节局限和同音
字太多的压力大大缓解了。
到了近代汉语，双音词、多音结构大量增加之后，有些字义的相加和词义有了差
异（如东西、大人、笑话我、爱人儿），于是作为多音词语的语音结构就不宜拿单字音简
单相加。为了适应音步、韵律和节奏的需要，各种轻重音、轻声、儿化以及变声、变韵、
变调等连读音变便产生了。这些音变，在不同的方言中进度不一、规律各异，有的刚
冒头，还没定型，有的尚未发生。这是语言结构促使字音发生的新一轮系统变化。
就词汇方面说，语言要发展，要适应表达思想、沟通社会生活的需求，就必须不
断扩充词汇。上古汉语的单音词显然不够用了，同音太多、异读太多也不便交际，于
是上古后期（春秋战国）就开始出现了联合式和偏正式的双音词，后来又从句法借用
了其他造词法。汉字对汉语的最大贡献是它的表意功能。原有的单音词往往是多
义项、多词性的，两个单音词（或语素）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语义合成”，就能造出无
穷无尽的词语（生：先生、学生、新生、考生、寄生、终生、回生、来生、人生、畜生、卵生、
活生生、研究生，生命、生人、生日、生病、生怕、生吃、生性、生活、生火、生产力、生生
不息）。汉唐之后的多音合成的康庄大道，使汉语词汇形成了“以单音词为核心、双
音词为基础”的系统，加上后来把多音词语压缩减为双音的“缩略法”，又使这个系统
富有弹性。现代汉语大约有 70% 的双音合成词，又有大约 70% 合成词的词义就是
字义相加或相关，掌握了几百个常用字，就不难理解大量的合成词。这种汉语特有
的词语生成方式，有效地弥补了汉字繁难的缺陷。
在语法方面，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形体孤立、标音不灵的方块汉字难以标记字音
的“屈折”，抑制先前有过的一些形态变化。上古汉语的“异调别义”（“圈破”）就是
语音的屈折，即用声调的变读来区别不同的词性，例如非去声的名词变读去声用作
动词：衣、冠、枕、王、间；非去声的形容词变读去声用作动词：劳、远、近、好、后；非去声
的动词变读去声用作名词：观、传、从、过、骑。直至汉代这种变读还没有消失，许多早
期的字书还记录了这类异读，中古之后就不再能产了。
就构词法说，先秦汉语已是单音词占优势，《诗经》的民歌中还有大约四分之一
的联绵词，秦汉之后，联绵词受到抑制应该与方块汉字的“孤立”性也有关系。
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还保留了一些“格”的差异，如第一人称“吾”用于主格，
“我”用于宾格；“朕、乃、其”等也只用于领格。秦汉之后，变格逐渐消失。
此外，古代汉语语法的发展还有名词词尾“子、儿、头”和动词词尾“着、了、过”
的形成。用这些虚化成分表示语法意义，都是魏晋以后在言语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
的，字形基本不变，字义虚化、字音弱化，这也是汉字形音义的互动发展，汉字与汉语
的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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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点可参阅王力（2015）第三章。
综上所述，汉字定型之后，和汉语一路同行，相互适应，各自不断改进自己的功
能，达到新的和谐。上古汉语结束时，产生了声调，词汇中单音词占了优势，各种形
态变化（异读别义、人称代词分格、部分动宾倒置等）逐渐消失；进入中古汉语后，形
成“四声”的声调格局 , 声韵系统复杂化，形成单音词为核心、双音合成词为基础的
词汇系统和双音节音步；近代汉语时期口头语和书面的文言扩大差异，“子儿头、着了
过”等表示语法意义的后缀逐渐成熟，后期又产生了多音词语的连读音变。可见，仔
细考察汉语和汉字的互动和谐，就不难看出汉语发展的历史分期。
5. 汉字独具的特异社会功能
在中国，由于汉字兼备了语言的性质，自身的形音义又是独具一格的：字形虽然
特殊，“隶变”后却长期稳定，且不断有艺术的加工和创造；字音虽不能准确标记实际
口音，却因长期使用获得了古今南北相对应的“音类”；字义不但可与字形和字音相
联系，做到望文生义和听音知义，而且也可适应生活和认知的需求不断扩展或收缩。
正是这些特性，使它发挥了其他语言文字所不具备的以下多种社会功能。
（1）汉字的字音虽无法准确标示一时一地之音，但由于长期的使用却获得了超
时空的能力。识字的人按字典所定的音去读，不识字的人按本地语言传承的音去说，
古今的语音、通语和方言的语音在演变中总是存在一定的客观对应，这就是未经“约
定”却是“俗成”的“音类”。认得了字形、了解了字义，不论读音各异，都能有共同
的理解。长期的实践使汉语人都获得折合音类对应的能力，这就是汉字能够超时空
通行的原因。高本汉（1931:45-46，50）说：“中国地方有许多种各异的方言俗语，可
是全部人民有了一种书本上的言语，以旧式的文体当作书写上的世界语……不但可
以不顾方言上一切的纷歧，彼此仍能互相交接……而且可以和已往的古人亲密的交
接，这种情形在西洋人士是很难办到的。……中国人对于本国古代的文化，具有极
端的敬爱和认识，大都就是由于中国文言的特异性质所致。” “中国所以能保存政治
上的统一，大部分也不得不归功于这种文言的统一势力。”唐兰（1979:5，12）说：“中
国人把文字统一了古今的殊语，也统一了东南西北无数的分歧的语言。”“它能代表
古今南北无数的语言，这是拼音文字所做不到的。”可见，正是汉字的“表音不力、表
意高超”的优劣互补，使它能够时传古今，地通南北。用汉字记录的汉语文献，从甲
骨文到现代汉语，都能得到考释。虽然浩瀚无边，却永具活力。中国能够成为文献
大国，成为统一的文化古国，汉字的双重性质及其与汉语的互动发展功不可没。
（2）汉字虽然表音不力，却有特强的表意能力。字义的分解，不论是同义、近义、
反义，还是引申、虚化，都有广阔空间，不识字的人可以用口语造词，识字的人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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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字义组合造出书面语词。例如“长”，长短、长虫、长工、长期、长寿、长久、长远、长
年累月、取长补短、家长里短、说长道短、长话短说、天长地久、细水长流、扬长避短，
细长、专长、特长、狭长、延长、日久天长、一技之长，可能是平民大众口语造的；长卷、
长编、长途、长度、长策、长辞、长治久安、扬长而去、万古长青、气贯长虹、来日方长、
源远流长、发短心长，应该是文人学士书面造的。就像黄河和长江，书面语词和口语
词汇各自滚滚向前，也各具情味，雅俗共赏，久而久之还能相互交流，彼此都得到充
实；不仅如此，古代的言词还可以提炼为成语，做典故引用，也可以翻新、变用。这就
使得词汇系统不断扩充，得到多样化的发展，为汉语全方位的应用、多姿多彩的表达
提供广阔的空间。
（3）汉字的形体虽然延续两千多年没有重大变化，却有历代的书家陆续创造了
多样的艺术手法，形成了独特的汉字书法艺术。而且，表意的汉字，写意的中国画，
按照汉语特有的音律和中国情境创作的诗歌，“诗书画”融为一体，共同缔造了数千
年的中国式的艺术长廊。对此，高本汉（1931:84-85）也有很到位的说法：“中国文
字是真正的一种中国精神创造力的产品……中国文字有了丰富悦目的形式，使人能
发生无穷的想像……中国人在书法上能巧运其笔……书和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中
国的艺术家常为书法家而兼绘画家，在他们的画作上，喜欢插入……古诗上短的节
句……因之文学和书法又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这又是西洋人所不能理会的。”
6. 汉字改革百年风云应有个历史总结
现在来讨论本文开头提出的另一个问题。
在中华民族灾难最为深重的时候，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为了“国之富强”，
提倡“切音为字”“字话一律”“字画简易”（卢戆章，1956:3）。这就是晚清的“切音
字运动”。之后，民国初年成立了读音统一会，公布了注音符号。五四运动中知识分
子倡导“文学革命”的同时提出“汉字革命”的口号：“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
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
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的用国语写出。”（钱玄同，1922）不久，学者
们先后研究制定了“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在艰难困苦的抗战岁月中，各
地纷纷成立新文字协会，上海的难民营和延安的夜校，都在教新文字，唱国语抗敌歌
曲。几年之间，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学者研究认认真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
设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委员会）”，开展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行汉语
拼音三项工程，十几年间就取得丰硕成果。80 年代，普通话已经大大普及，简化字深
入人心，汉语拼音方案被联合国认定为拼写汉语的规范在全世界通行。到了 1986 年，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宣布停止汉字拼音化改革。至此，汉字改革画下句号，百年
2018 年第 4 期 ·13·
风云尘埃落定。
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三十多年了 , 现代化建设的新课题一个个接踵而至，信息
革命、网络化的浪潮滚滚向前，社会的转型一直没有止息。作为牵连全社会的语言
文字生活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有了种种不同的想法和做法。有关汉字和汉语的语
文现代化建设，就有许多问题亟待回答。以下试谈几点想法向方家请教。
第一，为什么古老的汉字能够长盛不衰，顶住世界的拼音潮流，保住自己的
青春？
百年的“文改”之所以不能实现，其原因不是社会制度、思想认识和经济能力这
些外因，而是在于汉字的结构和功能的内因。它不单是文字符号（形体），还是音义组
成的汉语的结构因子——语素。这种“一身二任”的双重性质，使它具备了沟通古今
汉语和南北方言的魔力，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哪怕是不太常用的书面语，使用未多的
新词语、省略语，只要用汉字写下来，就可以“望文生义”，使古今南北的人都能够共同
理解；如果改成拼音，用惯了的古语“三人行必有我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成
语“刻舟求剑”“守株待兔”之类，可能今人还能听懂；如果是不太常用的，哪怕只是双
音的书面语，如鲁迅《阿长与山海经》中的“惊异、诘问、惧惮、疏懒、震悚、粗拙、渴慕、
惶急”，或是朱自清《匆匆》中的“挪移、凝然、遮挽、蒸融、游丝”，即使是用汉字写的，几
十年后恐怕也并不好懂，若改成拼音，虽然拼读不难，却无法听懂。即使是报章时文，
像“给力、首战、获刑、助攻、狂饮、暴跌、售武、课纲、猛增”等，不论是汉字还是拼音，都
得多读几遍上下文才能理解。至于大量的文言词、古语词、方言词、成语典故，乃至口
语罕用的书面语，拼音化之后恐怕都得被淘汰，此外，同音词势必大大精简，缩略语、
新词语也很难存活，作家别出心裁的修饰手段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论说文、应用文
里那些无法一口气读完的长句，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把汉字改成拼音，确实不是换一
件外衣，于语言无损；也不是刮一点孔毛、稍换个模样，而是要伤皮肉、动筋骨的。
关于汉字为什么不宜改成拼音，周有光（1992:120）有过最简洁的说法：“汉字
适合汉语，所以 3000 年只有书体的外形变化，没有结构的性质变化。”对此，高本汉
（1931:50）在 1923 年也有发人深思的说法：“中国人果真不愿废弃这种特别的文字，
以采用西洋的字母，那决不是由于笨拙顽固的保守主义所致。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
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他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一旦把这种文字废弃了，就是把中
国文化实行的基础降伏于他人了。”
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人在继续提倡汉字拼音化改革的研究，可见这还是一个需
要讨论解决的问题。
第二，现存的汉字还有必要进行改革吗？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优缺点并存的，任何工具在使用过程中都得根据实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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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断加以改革，这也是普遍规律。汉字虽有长寿基因，自身固有的缺陷却也依然
存在并继续在妨碍应用，这是不能不正视的客观事实。
汉字最大的缺陷是什么？一是表音度差，二是字数太多。汉字走的是表意的路，
要提高表音度就得更改整个形体系统，这是无法办到的；字数太多可以留用高频字、
淘汰罕用字。其实，这两点早就由日本人相当成功地解决了。他们确认“当用汉字”，
加注“假名”都是聪明的办法。晚年的周有光（2010:170）说：“现代通用汉字有 7000
个，其中半数 3500 个是常用字。按照‘汉字效用递减率’，最高频 1000 字的覆盖率
是 90%，以后每增加 1400 字提高覆盖率十分之一。利用常用字，淘汰罕用字，符合
汉字规律。与其学多不能用，不如学少而能用。”当然，这两点说是容易，做就难了。
“猞猁、茱萸”是动植物名词专用的低频字，如果要淘汰，必用时怎么替代？同音替代，
拼音替代？电视节目里有“汉字书写大会”，还在表彰小学生认记生僻字呢。至于夹
用拼音，经过一番争议，“字母词”终于获得了现代汉语词典的准入证了，如今应该有
十亿人学过汉语拼音，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电脑的拼音输入
早已打倒“五笔字型”而得到普及，应该说，扩大拼音的应用已经有了社会基础，还有
哪些语词可以分期分批地替代汉字夹用于文本？首先可能的是，仅有表音作用的外
国人地名、外来词、拟声词、感叹词、语气词、助词和无意义的“音缀”，如果给这些成
分也发了准入证，可能是满纸拉丁字母，甚至比日文里夹用假名还多。这样做，洋人
可能欢迎，国人就未必了。这都得立项研究，经过试验，逐步推行。此外还有些不太
合理的简化字、同音替代字，要不要适当调整？扩大汉语拼音的应用也有许多事可
做，这都是需要探讨的系统工程。
第三，在语言教育中怎样更好地发挥汉字的作用？
在母语教育中，电脑普及后，少年儿童“提笔忘字”的现象已经普遍显现出来，
如何用有效的方法切实解决这个问题，怕是比穿着长褂子、带着瓜皮小帽、扎上腰
带，学跪拜、背三字经（所谓承继国学传统）更加重要。显然，滥用儿童的记忆力，要
求小学生认写太多汉字是不宜的，但是对覆盖率 90% 的 1000 个常用字却不能放松
要求。要让初学者过硬地掌握常用字，也是个系列工程。教材要分阶段合理地出现
生字，恰当地选取和注解义项，在课文中有足够的复现率。有关汉字的各种统计数
据和资料，研究者都已经给备齐了，就是落实不到编教材和教学过程中去。这不是
一件怪事吗？在二语教育的教材和教学中，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覆盖率 90% 和 99%
的常用字是 1000 个和 2400 个，常用词则是 13000 个和 18000 个，用语料库语言学的
方法，把常用字和常用词的义项及其种种属性都整理出来，严格按照字频、词频和字
词的义项频度编好入门教材，应该是可以办到的。可是时下的对外汉语教材净是按
照从国外引进的新理论，用“情景、功能、结构”的理念来编写课文和练习册，又是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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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颐和园”“祈年殿”，又是“把字句”的几种用法，难字多、复现少，课文枯燥乏味。
难怪在华学生宁可上街去听相声、学口语，送到外国孔子学院的教材总是被堆放在
墙角。
语言文字是开启代代新人智力的钥匙，是协调社会生活的润滑剂，是沟通不同
文化的桥梁。中国人要获取智慧，谋求社会发展，走向世界，就应该对汉语汉字的教
育有足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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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Rulong, An Outline of the Dual N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Being used as morphemes of Chinese and having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re internal genes that made 
Chinese characters be used for a long time and refuse to be alphabetized. After running-in with Chinese 
language for a thousand years, Chinese characters caused typ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tones have been produced, the monosyllabic words have taken the priority, and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have been abandon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language not only 
determined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development (bisyllabliz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ound-linking), 
but also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rough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nd communi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contributed to the uni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ulture. The century-long move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Romanization and how to carry out 
necessary reforms to adapt to the social demand still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Chinese, Romanization, the dual nature
DONG Xianchen, An Illustration of Explaining Knotty Chinese Stela Charac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alogy 
Analogy is a general rule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system, which provides a 
resolution for explaining Chinese knotty characters and words. Combining with inscription examples, 
the specifi c methods can be summarized as comparing examples, discriminating homographs, analyzing 
radicals, tracing sources, differentiating quotations, and examining con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alogy. These methods are often intertwined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stela, analogy, knotty Chinese characters
CHEN Boxian, The Use of Chongwen （重文） in Shuo Wen （《说文》） by Tong Ya （《通雅》）
The use of chongwen （重 文）in Shuo Wen （《说 文》）was rejuvenated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prosperous in modern times. However, in the history of using chongwen （重文）in Shuo Wen （《说文》）
in the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philology, it could be found in Tong Ya （《通 雅》）written by Fang Yizhi early 
in the M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analyze the use of chongwen （重文） in Shuo Wen （《说文》）to 
explore the interlink of ancient Chinese sounds and demonstrate the meaning of words in documents, 
aiming to reveal the merit of Tong Ya （《通雅》） as pioneer to use chong wen （重文）in Shuo Wen （《说
